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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律中的奸党罪 

宋  烨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省咸阳市，712082；1244176290@qq.com） 

摘  要：本文剖析明清时期奸党罪在明律与清律中的异同。相同点方面，立法背景均为社会矛盾尖锐、统治危

机时，目的是维护皇权，防止权力分散。清律继承明律，内容改动小，刑罚都严厉，主犯常处斩且株连广。不

同点在于，立法侧重点有别，明朝重典治吏，清朝兼顾民族关系与政治秩序；司法实践中，明朝受皇帝主观意

志影响，随意性大，清朝则相对规范，注重证据与程序；具体内容上，清朝在沿用明律基础上修订、增加条款，

扩大惩罚对象，清末改革还在定罪量刑上做出调整，如降低刑罚强度、免除对犯人妻子的牵连，体现出立法的

创新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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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封建王朝的政治体系中，皇权稳固是核心命题，而奸党罪作为维护皇权统治的重要法律手段，在明清两

代扮演着特殊角色。明朝首创奸党罪，以严刑峻法遏制臣下结党，对巩固中央集权成效显著，但也因罪名界定

模糊，沦为统治者铲除异己的工具。清朝虽未完全沿用明律中的奸党罪条文，却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对可能威

胁皇权的朋党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剖析明清奸党罪的异同，能深入洞察封建政治的权力逻辑与演变轨迹，对理

解古代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和专制统治的本质大有裨益。 

1  明律和清律中奸党罪的相同点 

1.1  立法背景相同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两朝时，已经开始日益衰败，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空前激烈。而在这个过

程中，上层阶级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在地主阶级中，有许多鼠目寸光之人，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掠夺，

贪污受贿，再加上因为连年战乱，导致农业经济整体停滞，妨碍社会进步，甚至危及国家政权。在古代封建社

会，朋党之争常常暗藏着巨大的破坏力，如果党派斗争愈演愈烈，那么国家政权就会产生分裂的潜在危险。 

明清两朝建立之初都处于基本相似的环境。元朝末年和明朝末年连年战争，全国各地农民起义连绵不断，

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导致许多百姓流离失所，到处流浪，许多土地荒废，无人耕种，封建的经济几乎被摧毁。

新地主阶级对土地的掠夺，不但与劳动人民的矛盾不断深化，而且也有直接损害了朝廷的利益。明清两朝统治

者为了使统治得以存续，设置了奸党罪，希望通过对官吏、跋扈之家的严厉打击，缓解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利

用官吏与百姓之间的矛盾，来掩饰封建统治阶层与民众之间的矛盾。 

1.2  维护皇权的目的一致 

明清时期，奸党罪的首要目的是打击官员结党行为，以防止权力分散，确保皇权的高度集中。在封建王朝

中，官员结党往往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相互勾结，为了自身利益而操纵朝政，这对皇权构成了严重的

威胁。明清统治者深刻认识到这一点，通过设立奸党罪，对官员结党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从而维护皇权的权威。

明清两朝，交结朋党现象众多，比如明朝时期的淮西党和浙东党、东林党和阉党，和因地域原因形成的楚党、

浙党等，清朝时期的南北党、鳌拜党、索额图党等。这些党派妄图掌握更大的权力，获得更高的地位，加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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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两朝处于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和达到顶峰的阶段，明清两朝当时的统治者明太祖和顺治帝都是能力出众、充满

雄心壮志，意图建立一个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的君主专制集权国家的皇帝，所以这种行为严重的影响了皇

权的集中，因此这些朋党行为就成为了统治者们的心腹大患和君主专制路上的绊脚石，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君主

的首要铲除目标。 

明清时期通过奸党罪打击官员结党行为，有效地防止了权力分散，确保了皇权的高度集中。这种做法在一

定程度上维护了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保障了国家的稳定和统一。然而，过度依赖奸党罪来打击官员结党，也

容易导致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引发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1.3  具体内容的继承性 

朱元璋在位期间制定了《大明律》，并宣布《大明律》是历经千万世也不改变的经典，因此，尽管明朝以

后的法律也有所修订，但多以“附例”的形式加以完善，而这一规定的附例形式，则为后世的清朝所沿用[1]。

清朝建立后，在法律上并没有加以变革，而是继承沿用明律中关于奸党罪的规定，关于奸党罪的规定依然还是

三条—奸党、交结近侍官员和上言大臣德政，直到顺治三年《大清律集解附例》正式颁布。在这段时间里，从

顺治元年至三年五月，中原的新王朝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对新法的修正[1]。从明到清，奸党的罪名并没有太大

的变化，只是在文字和句法上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在其根本含义和实质上并没有多大变化，比如在“奸党”

律例中增设了一些小的注释，但是并没有进行大的更改。 

1.4  刑罚严厉程度相似 

明清时期，对于奸党罪主犯，均处以极其严厉的刑罚，斩首成为常见的重刑方式。这种重刑处罚旨在以严

厉的威慑手段，遏制官员的结党行为，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在明朝，《大明律》明确规定，

对于“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犯罪律该处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者”“在朝官员，交结

朋党、紊乱朝政者”等构成奸党罪的行为，主犯一律处以斩刑[2]。《大清律例》继承了《大明律》对奸党罪的

相关规定，对于犯奸党罪的主犯，同样处以斩刑。 

除了对主犯施以重刑，明清奸党罪的株连范围也极为广泛，这是其刑罚严厉程度相似的又一重要体现。一

旦官员被认定为奸党罪，其家属、财产等往往会受到牵连，如妻子为奴、财产入官等。在明朝，根据《大明律》

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1]。这表明，一旦官员犯奸党罪，

不仅自身性命不保，其妻子也会沦为奴隶，失去自由和尊严，财产则全部被没收充公。清朝在奸党罪的株连方

面，与明朝如出一辙。《大清律例》规定，犯奸党罪者，“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在清朝的一些奸党罪案件

中，同样可以看到广泛的株连现象。 

奸党罪的出现对当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者来说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不仅消除了政见异己，而且还利用这

一机会化解了阶级矛盾。“奸党罪”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刑法罪，更是一种维护君主独裁统治的政治手段，是为

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做的最后的尝试。 

2  明律和清律中奸党罪的不同点 

2.1  立法侧重点不同 

明朝奸党罪的设立，鲜明地体现了重典治吏的思想倾向。在明朝初期，官员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和结

党营私现象，这对新生的明朝政权构成了巨大威胁。朱元璋出身底层，深知民间疾苦，也清楚官员腐败对国家

和百姓的危害。因此，他决心通过严厉的法律手段来整治吏治，打击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 

清朝奸党罪的立法，在维护皇权的同时，兼顾了民族关系、政治秩序等多元因素。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

权，清朝统治者面临着如何协调满汉关系、维护统治秩序的难题。因此，在奸党罪的立法和实施过程中，清朝

统治者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确保统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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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司法实践中的差异 

明朝奸党罪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这主要源于皇帝的主观意志对司法审判的强大影响。在明

朝，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司法审判往往受到皇帝个人喜好、政治需求等因素的左右。这种随意性使得奸

党罪在司法实践中容易被滥用，成为皇帝打击异己、巩固皇权的工具，从而导致大量冤假错案的产生。明朝奸

党罪司法实践的随意性，还体现在司法程序的不规范上。在一些奸党罪案件中，司法官员往往不敢违背皇帝的

意志，对案件进行公正的审理。他们在审判过程中，可能会忽视证据的收集和审查，仅凭皇帝的指示就对官员

进行定罪。一些司法官员为了迎合皇帝，甚至会故意制造伪证，陷害无辜官员。 

与明朝相比，清朝奸党罪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相对较高的规范性。清朝统治者在司法审判中注重遵循严格

的程序，强调证据的重要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政治因素对司法审判的干扰。清朝在奸党罪的审判中，

注重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依据确凿的证据来认定犯罪事实，而不能仅凭主观臆断

或猜测。如果证据不足，就不能对被告人进行定罪。在一些奸党罪案件中，司法官员会对证据进行仔细的甄别

和分析，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只有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才会依据法律条文对被告人进行判决。这种

注重证据的做法，使得清朝奸党罪的审判更加客观和公正，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2.3  具体内容的修改 

“奸党罪”是明朝君主强化君主集权、防止权力下移的一项重大法律举措，清朝在沿用明朝规定的基础上

又修订了四条，增加了两条，除了加强打击力度，还扩大了惩罚对象，把王公大臣也包括在内，比如王公容令

谒者，付宗人府依违。若私通书疏，有所求索，及先自馈遗希图厚报者，付宗人府计赃治罪[3]。对于那些拥有

很大权力的官员更是严格的管制，例如其下交结上官，派敛资斧，驱民媚事，或本官恋土，授之意指，假公行

私，事发有实，亦付部重治[3]。对于勾结亲朋，扰乱国家大事者，不分主犯还是从犯，一律处死，而且还有没

收家里所有财产，让他的妻子和孩子去当奴隶。清朝皇帝还鼓励举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奖惩。清朝以法令和

实例来加强对奸党的打击，以铲除奸党的根基，此意图在雍正皇帝颁布的《朋党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4]。 

顺治三年，朝廷颁布《大清律集解附例》，在明律“奸党”条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小的注释，使句子更

加流畅，语气更加连贯，表达更加准确，比如在奸党条第一款最后注明“左使杀人”的含义是没有正当理由，

借其他事情，激怒皇帝杀死自己厌恶的人来使自己开心；第二款中注明“暗邀人心”是指使该死之人免死，以

此来结交犯罪者，使律文更容易理解；第三款所加的注释是为了避免歧义，让人误解。在朝官员交结朋党，以

权谋私，不仅他自己要受处罚，而且他结交的人也要受罚。雍正三年朝廷颁布《钦定大清律》，虽然和《大清

律集解附例》相比，改动并不是特别大，但是相比较而言仍有差别。第一款中的“左道使朝廷杀人者”，仍然

改成“左使杀人者”，因为在律文后面的注释中已经对“左使杀人”进行了解释[1]。第二款和第三款没有任何

改动。第四款中的“听从上司主使出入已决放者”改成“听从上司指奸臣主使出入已决放者”。加上“指奸臣”

三个字，明确了只有奸臣指使下属徇私舞弊，才按“奸党”处置，但如果不是奸臣，而是普通人，那就只能另

当别论了[1]。另外，《钦定大清律》中最特别之处就是在每个律文之后都有一个总的注解，这个总注，可视为

对律文的诠释，并且在最后加上自己的立法建议，把立法理由也列入了条款后面。 

清末，由于种种原因，统治者实行新政，对法律进行改革，设立修订法律馆，对原有法律进行修改并且制

定新的法律。经过朱汝珍和沈家本等人的商讨与修改，新的“奸党”律文与《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的律

文比起来稍有差别[5]。新修订的《大清现行刑律草案》把奸党条第一款“斩监候”改成了“绞监候”；第二款

“斩监候”改成了“绞监候”；第三款“斩监候”改成“绞监候”，删除“妻子为奴，财产入官”；第四款把

“刑部”改成“法部”，删除“仍将犯人财产均给若止一人陈奏，全给充赏”[1]。对奸党的定性未做任何修改，

只是在定罪方面，做出了很大的修改，免除对犯人妻子的牵连，降低刑罚的强度，把斩刑改为绞刑，并且不再

没收财产。这反映了清朝立法的创新，并非单纯地沿袭明律，而是有了新的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解决司法过

程中的争议，体现了清律制定者对法律严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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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明清奸党罪虽同出于维护皇权、稳定统治的目的，却在立法与实践中呈现出诸多差异。明朝重典治吏，凸

显对官员腐败与结党行为的严惩，却因司法随意性引发诸多弊端；清朝兼顾多元因素，司法相对规范，立法不

断完善创新。这些异同不仅反映了明清两朝不同的政治生态与统治需求，也为后世研究封建法律制度、政治文

化提供了丰富样本，对当代法治建设在权力制衡、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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